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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eck 抑郁认知理论认为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思维对抑郁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不

同水平的认知因素在青少年抑郁中起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根据 Oei 和 Kwon (2007)综合认

知模型(ICM), 我们假设在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功能失调性态度是调节变量, 而自动思维是中

介变量。研究采用开学初和临近期末间隔近四个月两个时间点的纵向数据搜集方式, 对 613 名初中生施以青

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自动思维问卷(ATQ)以及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CES-D), 然后通过路径分析对模型进行了拟合度和性别差异检验, 结果表明：(1)各变量显著相关(p<0.01), 
且各变量间隔四个月两个时间点的分数差异显著(p<0.01); (2)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较好地拟了

数据, 且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自动思维的影响上女生的路径系数显著大于男生。结

论：功能失调性态度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症状间起调节作用, 而自动思维从中起到了认知中介的作

用, 且该模型性别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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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量研究表明, 进入青春期无论是抑郁症状的

水 平 还 是 抑 郁 症 的 发 生 率 都 呈 迅 速 增 长 的 趋 势

(Brendgen, Wanner, Morin & Vitaro, 2005; Costello, 
Swendsen, Rose, & Dierker, 2008; Hankin & Abela, 
2005)。国内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流行

率在 20%~44% (冯正直, 2002; 罗伏生, 沈丹, 张珊, 
2009)。青少年是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时期, 
也是身心经历巨大变化、面临多种成长危机的时期, 
这 一 切 导 致 了 青 少 年 抑 郁 症 状 的 增 多 (Hankin, 
Mermelstein, & Roesch, 2007), 而且抑郁症状的性

别差异也出现在青春期 (Angold, Erkanli, Silberg, 
Eaves, & Costello, 2002)。近些年国内越来越多的研

究者展开青少年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的纵向研

究, 从不同角度证实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在青少

年群体中的适用性(Abela, Stolow, Mineka, Yao, & 

Zhu, 2011; Auerbach, Eberhart, Abela, 2010; 杨娟, 
章晨晨, 姚树桥, 2010; 朱熊兆, 蔡琳, 蚁金瑶, 姚

树桥, 罗英姿, 2011)。本研究旨在通过纵向数据区

分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负性自动思维在青少年负性

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的不同作用, 研究抑郁综合

认知模型(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ICM)在中国

青少年群体中的适用性以及性别的差异性, 为青少

年抑郁的预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大量的研究表明, 抑郁的发生和发展涉及很多

因素, 如人格特质、遗传基因、遭遇负性生活事件、

环境因素、人际交往以及认知因素等等(Ingram & 
Luxton, 2005)。近来的研究倾向于以一种整合的模

式去解释抑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 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成为研究的热点。

Beck 最早提出了抑郁的认知理论, 该理论认为, 首

先, 抑郁的认知易感性表现为一些深层的功能失调

性态度, 这些观念源自童年的早期, 是一些关于自



1502 心    理    学    报 44 卷 

 

我和世界过分僵化的观念; 是一些对自我不现实, 
完美主义的标准, 或者过分要求别人赞美的观念。

功能失调性态度会相对稳定和系统地存在于个体

认知结构当中; 其次, 在随后的生活经历中, 一定

的负性生活事件会激活功能失调性态度, 使个体以

歪曲和消极的方式来解释外界信息, 从而产生了对

自己、世界和(或)未来的负性自动思维, 这些负性

自动思维是浅层的、状态性的和不稳定的; 负性自

动思维直接导致抑郁症状的产生和维持。这些症状

反过来又导致消极观念增多 , 二者形成恶性循环 , 
并呈螺旋或上升的趋势(Beck, Rush, Shaw, & Emery, 
1979; Clark & Beck, 1999)。有关 Beck 的抑郁认知

模型中有两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首先, 该模

型认为是负性生活事件激活了功能失调性态度, 成

为抑郁的危险因子, 但需要纵向数据以探讨认知和

情绪的先后关系; 其次, 虽然有研究表明负性自动

思维是导致抑郁症状更为直接的原因(Schniering & 
Rapee, 2004), 但是很少有研究对两者的具体作用

进行区分, 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负性自动思维在抑郁

的发展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并不清楚。针对这两

个问题, Kwon 和 Oei (1994)在 Beck 的认知理论和

及其临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抑郁的四种模

型：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ICM), 
线性中介模型(linear meditational model, LMM), 病

理替代模型(alternative aetiologies model, AAM)以
及症状模型(symptom model, SM)。前三个模型是基

于认知优先假说, 即认知先于情绪; 与此对照 SM
认为负性自动思维和功能失调性态度是抑郁的结

果, 而抑郁是由负性生活事件直接导致的, 与抑郁

紧密相联的是负性自动思维, 而功能失调性态度较

为稳定 , 是抑郁和负性自动思维后相对延迟的结

果。也就是说负性生活事情会直接影响个体抑郁情

绪的出现, 而处于抑郁中的个体会产生负性自动思

维, 并且随后加深功能失调性态度。这四种模型在

成人样本中的研究表明 ICM 模型是拟合度和省俭

度 最 好 的 模 型 (Kwon & Oei, 1992;Oei, Goh, & 
Kwon, 1996; Oei & Kwon, 2007)。该模型认为功能

失调性态度是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的调节

变量, 而自动思维是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间的

中介变量, 即功能失调性态度通过与负性生活事件

的交互作用促进了负性自动思维的产生, 接着以负

性 自 动 思 维 为 中 介 引 发 了 抑 郁 症 状 。 Baron 和

Kenny (1986)指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区别在

于：调节变量可以是定性的(如性别、种族、学校

类型等),也可以是定量的(如年龄、受教育年限、刺

激次数等),它影响因变量和预测变量之间关系的方

向(正或负)和强弱。通常调节效应体现为预测变量

和调节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影响。而中介变

量由预测变量引发, 代表了一种内在转换机制, 通

过这种内部机制预测变量对因变量起作用。 
青春期是抑郁发作的高危时期, 重度抑郁症患

者中 75%的人首次抑郁发作是在儿童期或青春期, 
只有 25%的患者首次发作是在成人期(Kim-Cohen 
et al., 2003)。青少年时期也是发展认知易感性的关

键时期。进入青春期青少年开始变得更加自我控制

和自我管理, 执行控制功能开始发展并监控和管理

着认知资源。因此, 在发展过程中, 增强的执行控

制能力转变成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自上而下”的认

知模式; 同时与之平行的信息加工能力或者“自下

而上”的信息加工速度迅速发展, 进一步促进了“自

上而下”的认知功能。例如：研究表明“自下而上”
的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加工效率和工作记忆的提

高推动了“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中推理能力的提

高 (Demetriou, Christou, Spanoudis, & Platsidou, 
2002)。反过来, 推理能力的增强又进一步促进了信

息加工速度的提高, 两者相互影响, 推进了青少年

“自上而下”的认知模式的发展。这表明青少年具备

发展认知易感性的先决条件。因此近期很多研究开

始关注青少年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的研究, 一些

纵向研究的结果表明功能失调性态度能独立或者

与生活压力交互作用预测青少年抑郁症状(Abela & 
Hankin, 2008; Abela, et al, 2011; Lewinsohn, Joiner 
& Rohde, 2001), 自动思维是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

的中介变量(Kercher, Rapee, & Schniering, 2009)。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功能失调性态度和压力对

抑郁的交互作用只在高自尊和高社会支持组的青

少年中显著(Abela & Sullivan, 2003), 而 Lewinsohn
等(2001)的研究中由于控制了很多影响抑郁的潜在

因素, 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推广。这说明抑郁认知易

感应激理论需要在青少年群体中进行进一步的研

究和证实, 且需要区分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思维

的不同作用。通过文献回顾, 我们认为未来针对青

少年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以往的研

究表明在儿童稳定的认知方式形成以前, 抑郁主要

与环境和压力有关(Shirk, 1988), 但是青少年阶段

认知易感性可能独立或者与压力交互作用预测抑

郁症状(Lakdawalla, Hankin, & Mermelstein, 2007)。
其次, Beck 抑郁认知理论认为功能失调性态度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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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负性生活事件激活时才起作用, 否则它只是处于

潜伏状态。因此研究中负性生活事件的评估很重要, 
而青春期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累积会损伤认知功

能(Steinberg, 2004)。青春期是面临多种成长危机的

时期, 也是发展认知易感性的关键期和抑郁水平迅

速增长的阶段。第三, 针对青少年间隔五个月四个

时间点的纵向数据表明青少年抑郁症状和功能失

调性态度在这五个月时间内虽然存在起伏变化, 但

总 体 在 上 升 的 趋 势 , 且 这 种 变 化 和 压 力 有 关

(Hankin, 2008)。中国学生每个学期从开学到期末随

着考试的临近压力会周期性显著上升, 期间抑郁症

状的水平是如何变化的 , 与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负

性自动思维的关系如何？该问题的解决为青少年

抑郁早发现早干预提供理论依据。第四, ICM 认为负

性生活事件、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

间是因果关系, 也就是说负性生活事件和功能失调

性态度要先于负性自动思维和抑郁症状。针对青少年

的纵向研究数据才能为认知易感应激模型提供有力

的证据。第五, 考虑到青少年认知处于发展和未成熟

阶段, 针对青少年抑郁的综合认知模型应该保留负

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直接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青少年心理健康日

益受到关注, 认知行为治疗成为临床工作应用较多

的方法之一。Sam 和 Moreira (2002)指出心理问题

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 将西方的认知行为理论引

入中国需要进行效度和适用性方面的研究。本研究

的的第一个问题是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思维在

青少年抑郁发展中的作用有何不同, 抑郁认知综合

模型(ICM)是否适用于中国青少年。结合上述未来

青少年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根据 ICM (Oei & 
Kwon, 2007)通过开学初和临近期末间隔大约 4 个

月两个时间点的纵向数据, 本研究的假设一是：T1
的功能失调性态度(DAS1)是 T1 和 T2 间发生的负

性生活事件(ASLEC2)与 T1 和 T2 间抑郁症状变化

(CES-D2－CES-D1)的调节变量, T1 和 T2 间自动思

维的变化(ATQ2-ATQ1)是 T1 和 T2 间发生的负性生

活 事 件 (ASLEC2)与 T1 和 T2 间 抑 郁 症 状 变 化

(CES-D2－CES-D1)的中介变量 , 即功能失调性态

度是一个有中介的调节变量(见图 1)。与 ICM 不同

的是 , 根据以往有关青少年抑郁认知模型的研究 , 
我们保留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的路径关系, 称该

模型为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for Adolescents, 简称 ICM-A)。
与此对照, 我们也作了 ICM 模型的假设和 SM 模型

的假设(见图 2 和图 3)。 
为了深入理解抑郁产生的原因机制, 大量心理

病理学研究将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作为重点关注

的问题。尽管大部分的研究都证实了成年人的抑郁 
 

 
 

图 1  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CM-A) 
 

 
 

图 2  综合认知模型假设(I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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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抑郁症状模型假设(SM) 
 

症存在性别差异, 但这样的差异却并不是从儿童期

开始就表现出一致的趋势。有研究表明小学阶段

(最大 12 岁)的男孩较同龄女孩有更多的抑郁症状

(Nolen-Hoeksema, Girgus, & Seligman, 2002)。尽管

在童年期女孩的抑郁水平并没有高于男孩, 甚至是

低于男孩, 但是这一趋势到了青少年期就完全改变

了(Angold et al., 2002)。研究显示, 童年期男孩的抑

郁水平高于女孩, 而从 12~13 岁左右开始, 更多的

女孩有临床抑郁, 临床抑郁的性别差异在青少年中

期和末期最为显著, 从青少年期到整个成人期, 男

女 抑 郁 症 状 发 生 率 的 比 率 一 直 保 持 在 l:2 左 右

(Angold et al., 2002)。尽管有很多研究报告了这种

差异, 很少有研究探索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功能

失调性态度在中国青少年群体中的研究表明功能

失调性态度总分和各分量表分数都存在显著的性

别差异,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蔡琳, 朱熊兆, 彭素芳, 
钟明洁, 张晟, 2010); 也有研究表明适应不良认知

随着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变化而变化, 而且女生比男

生这种变化趋势更明显(Marcotte, L´evesque, & Fortin, 
2006)。因此青少年抑郁认知综合模型是否存在性别

差异是本研究另一个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本

研究的第二个假设是：ICM-A 存在性别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被试来自北京市七所中学的初中部, 从

各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个班共 3 个班, 七所中

学共计 21 个班 900 人。第一次测试回收问卷 745
份, 回收率为 82.8%; 剔除重要个人信息缺乏、项

目回答有误的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 701 份; 88 人未

参加第二次施测, 最终有效被试 613 人, 初一年级

161 人, 初二年级 269 人, 初中三年级 183, 其中男

生 278 人, 女生 335 人, 年龄从 13 至 15 岁左右, 平

均年龄为 14.16±0.65。 
2.2  研究工具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 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 ASLEC; 刘贤成, 1987)  该

量表共包括 27 个条目, 涉及人际关系、学习压力、

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及其他等 6 个方面常见的

负性生活事件, 得分越高表明应激量越大。要求被

试对近半个学期以来的负性生活事件对自己的影

响程度进行评估, 采用 1~5 的 6 点计分, 1 表示“一

点没有”, 5 表示“很严重”。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和分半信度分别是 0.91 和 0.87, 本次研究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 0.93。 
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 (Dysfunction Attitude 

Scale, DAS; Weissman & Beck, 1978)  该问卷共有

40 条项目组成, 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采用 1~7
分七级评分, 其中有 10 条项目为反向记分项目。分

值越高表明被测试者歪曲认知越多。该量表在中国

青 少 年 中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已 经 得 到 检 验 ( 蔡 琳 等 , 
2010), 本次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0.83。 

自 动 思 维 问 卷 (The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aire, ATQ; Hollon & Kendall, 1980)  该量

表共 30 个条目, 按 1~5 分五级评分。中国版的问

卷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应用, 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和

分半信度分别为 0.90 和 0.95 (曹日芳, 陈树林, 唐文

新, 宋海东, 2001)。本次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0.9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Radloff, 1977)  
用于非临床群体抑郁症状的筛查, 测量内容包含 4
个因素：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关

系困难。共 20 题, 使用 0~3 分的四级评定, 最近一

周内抑郁症状出现的频度, 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

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陈祉妍, 
杨小冬, 李新影, 2009), 本次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 0.91。 
2.3  实测过程 

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四套问卷两个时间点

的施测, 第一次施测时间为开学初, 第二次施测时

间是临近期末, 间隔大约为四个月。针对共同方法

偏差的问题, 首先本研究在问卷收集时进行了程序

控制, 每次将四份问卷分为两组在不同的时间进行

施测, 同时为了避免顺序效应, 每位被试每次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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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套问卷顺序是随机的。为了保护反应者的匿名

性, 请学生自己为自己的问卷统一编码。最后在数

据分析前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对共同变差进行

统计上的检验, 结果表明两次数据均不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的问题。 
2.4  数据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使用 SPSS 13.0 和 Amos 7.0 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见

表 1 和表 2。各变量显著相关, 时间、性别和年级

的 2×2×3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 
生 活 事 件 的 时 间 主 效 应 和 年 级 主 效 应 显 著 , 

性别主效应和各交互效应不显著。时间主效应表明

T2 生活事件的分数显著高于 T1 (p<0.001), 年级主

效应表明生活事件的年级差异显著(p<0.01), 进一

步的事后分析表明初一低于其他年级(p<0.01), 初

二低于初三(p<0.05)。功能失调性态度的时间主效

应、性别主效应和年级主效应显著, 各交互效应不

显著。时间主效应表明功能失调性态度 T2 的分数

显著高于 T1(p<0.05); 性别主效应表明女生功能失

调性态度显著高于男生(p<0.01); 年级主效应表明

功能失调性态度年级差异显著(p<0.01), 进一步的

事后分析表明初一低于其他年级(p<0.01), 初二和

初三差异不显著(p>0.05)。自动思维的时间主效应、

性别主效应和年级主效应显著 , 时间和性别的交

互效应显著, 其他交互效应不显著。时间和性别的

交互作用见图 4, 该结果表明两个时间点负性自 

表 1  各变量平均数和标准差 

变量 年级 男生(N=278) 女生(N＝335) 均值(N＝613) 

  T1 T2 T1 T2  

初一 21.12(8.22) 25.16(15.12) 23.25(11.23) 28.13(10.12) 24.53(13.55) 

初二 27.12(13.49) 32.71(12.32) 29.14(10.12) 34.25(14.75) 30.88(15.75) 

初三 31.75(14.52) 34.75(13.41) 32.72(13.45) 36.79(12.11) 34.07(12.40) 

负性生 
活事件 

均值 27.07(12.78) 31.45(16.12) 28.56(13.44) 33.30(11.23)  

初一 125.17(20.22) 128.19(21.16) 129.221(22.22) 132.326(19.31) 128.12(17.22) 

初二 131.02(22.13) 136.43(22.62) 134.33(24.22) 139.801(20.43) 135.57(23.43) 

初三 134.78(21.15) 138.06(25.42) 138.55(25.22) 142.656(21.55) 138.59(24.22) 

功能失 
调态度 

均值 130.74(25.22) 134.87(23.27) 134.13(19.22) 138.58(23.31)  

初一 49.25(11.02) 53.03(14.87) 51.25(14.11) 58.13(15.33) 53.08(12.33) 

初二 54.82(13.67) 57.71(17.91) 59.14(18.56) 65.25(17.32) 59.50(17.19) 

初三 56.75(14.76) 58.75(16.92) 62.72(17.52) 68.79(19.23) 61.12(15.99) 

自动 
思维 

均值 54.02(12.12) 56.86(13.51) 58.01(15.22) 64.31(16.17)  

初一 13.51(7.11) 14.61(6.78) 14.01(5.26) 15.51(6.23) 14.44(9.11) 

初二 15.02(8.23) 16.01(6.76) 16.02(7.54) 17.51(7.11) 16.10(8.02) 

初三 15.82(9.10) 16.64(9.83) 16.72(7.16) 17.68(7.34) 16.76(9.32) 

抑郁 
症状 

 
 均值 14.39(8.01) 15.12(9.01) 15.67(9.22) 17.01(8.09)  

 

表 2  各变量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施测变量 1 2 3 4 5 6 7 8

1、负性生活事件(1) 1       

2、负性生活事件(2) 0.71*** 1      

3、功能失调性态度(1) 0.27** 0.22** 1     

4、功能失调性态度(2) 0.25** 0.31** 0.77*** 1    

5、自动思维(1) 0.55** 0.39** 0.43** 0.38** 1   

6、自动思维(2) 0.35** 0.41** 0.30** 0.50** 0.68*** 1  

7、抑郁症状(1) 0.51** 0.30** 0.50** 0.30** 0.70*** 0.44** 1 

8、抑郁症状(2) 0.39** 0.40** 0.37** 0.40** 0.42** 0.66*** 0.67*** 1

注：(1), (2)表示各变量施测的连个时间点; * p <0.05, ** p <0.01, *** p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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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果 

因变量 变异来源 SS df MS F 

组内差异 时间 758.243 1 758.243 13.388** 

 时间×性别 43.316 1 43.316 3.125 

 时间×年级 61.280 2 30.640 1.072 

 时间×性别×年级 43.055 2 21.57 2.326 

组间差异 性别 37.325 2 18.662 2.106 

 年级 352.437 1 352.437 8.625** 

负性生活 
事件 

 年级×性别 191.425 2 95.713 0.326 

组内差异 时间 207.016 1 207.016 6.577* 

 时间×性别 46.836 1 46.836 2.940 

 时间×年级 22.619 2 11.309 2.562 

 时间×性别×年级 62.894 2 31.447 0.864 

组间差异 性别 310.561 1 310.561 8.122** 

 年级 876.200 2 438.100 11.584** 

功能失调性

态度 

 性别×年级 66.279 2 33.139 1.413 

组内差异 时间 234.34 1 234.34 11.40** 

 时间×性别 143.98 1 143.98 7.00** 

 时间×年级 14.07 2 7.03 0.34 

 时间×性别×年级 16.40 2 8.20 0.39 

组间差异 性别 247.51 1 247.51 2.20** 

 年级 792.30 2 396.15 12.42** 

抑郁症状 

 性别×年级 31.94 2 15.97 0.14 

组内差异 时间 640.170 1 640.170 22.844*** 

 时间×性别 628.522 1 628.522 7.337** 

 时间×年级 13.216 2 6.608 .077 

 时间×性别×年级 106.616 2 53.308 .622 

组间差异 性别 455.982 1 455.982 8.645** 

 年级 371.343 2 185.672 5.922** 

自动思维 

 性别×年级 52.615 2 26.308 2.263 

注：* p <0.05, ** p <0.01, *** p <0.001 

 

动思维的增长幅度存在性别差异 , 女生显著高于

男生。年级主效应表明负性自动思维的年级差异

显著(p < 0.01), 进一步的事后分析表明初一显著

低于其他年级(p <0.01), 初二低于初三(p =0.05)。
抑郁的时间主效应、性别主效应和年级主效应显

著, 时间和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时间和性别的交

互作用见图 5, 该结果表明两个时间点抑郁的增

长幅度存在性别差异,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年级主

效应表明抑郁的年级差异显著(p<0.01), 进一步的

事后分析表明初一显著低于其他年级(p<0.01), 初

二低于初三(p=0.05)。三个年级间隔一个学期两个

时间点的抑郁变化趋势如图 6, 可以看出青少年

抑郁症状随时间总体呈上升的发展趋势 , 期间有

起伏变化。 
 

 
 

图 4  自动思维时间和性别交互作用 
 

 
 

图 5  抑郁症状时间和性别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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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性别抑郁发展趋势图 
 

3.2  认知综合模型和症状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由于进入 AMOS 分析的数据需要符合正态分

布, 所以需要对原始数据的分布状况进行检验和转

换。检验结果发现 ASLEC, DAS, ATQ 和 CES-D 四

个量表得分的分布均呈正偏态分布, 其中 ASLEC
和 CES-D 得分的分布呈中度正偏态, 而 DAS 和

ATQ 得分则呈高度正偏态分布。需要对原始数据进

行正态转换, 以增进数据的正态性、线性以及方差

齐性。对中度偏态的 ASLEC 得分和 CES-D 得分进

行取根号值的方式进行转换, 对高度偏态 DAS 得

分和 ATQ 得分进行以 10 为基数的对数转换, 经过

转化后 Shapiro-Wilk 检验结果表明数据具有良好的

正态性。转换后进行了通过 AMOS 7.0 进行路径分

析。初始模型包含了自变量和因变量所有的路径关

系, 分析的结果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和及其与功能失

调性态度交互作用到抑郁的直接路径系数均不显

著(见图 7), 根据这个结果我们删去以上不显著的

路径, 再次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

修改后的综合认知模型拟合度较好, 各路径系数显

著(见图 8)。在修改后的模型中依然保留了 ICM 模

型中功能失调性态度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

郁间起调节作用以及负性自动思维的认知中介的

作用, 但是增加了负性生活事件和功能失调性态度

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与此对照 ICM 模型各项指标

都不如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认知综合模型; SM 模

型的各路径系数虽然显著, 但是整个模型的拟合度

偏差。各模型的拟合指数和路径系数见表 4 和图 7~
图 10。 
3.3  青少年修正后认知综合模型的性别差异 

使用多组比较的方法检验修正后的青少年抑

郁认知综合模型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定义下列相互

嵌套的模型:  
模型 1 (基准模型): 对于不同的组, 定义相同

的模型结构;  
模型 2: 在模型 1 基础上, 对于不同的组限定

结构模型部分两组对应的路径系数相等。表 5 列出

了男生与女生认知综合模型的各路径系数, 模型 1
与模型 2 显著差异, Δχ² (5) = 7. 81, p<0.01。说明青

少年抑郁模型上男生和女生结构不等值。通过两组

模型参数间差异的临界比值比较, 发现负性生活事

件和功能失调性态度的交互作用指向负性自动思

维的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男女两组在这一路径上的

临界比值为 2.67, 大于 1.96, 其余路径系数差异显

著(p<0.05, 见表 5)。这表明性别对青少年抑郁综合

模型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并表现在负性生活事件和 
 

表 4  修正后的青少年综合认知模型和对照模型的拟合度(N=613) 

假设模型 χ²/df NFI CFI RMSEA AIC 

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CM－A)* 2.81 (df＝5) 0.96 0.99 0.06 28.22 

综合认知模型(ICM) 5.01 (df＝1) 0.88 0.84 0.08 31.22 

症状模型(SM) 10.15 (df＝3) 0.76 0.79 0.20 38.76 
 

  
 

图 7  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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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修正修改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CM-A) 
 

 
 

图 9  综合认知模型(ICM) 
 

 
 

图 10  症状模型(SM) 
 

表 5  男女生两组 ICM 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临界比值比较 

路径系数 
自变量 因变量 

男生组 女生组 
临界值 差异检验 

功能失调性态度(DAS1) 自动思维(ATQ2－ATQ1) 0.10 0.14 1.54 p>0.05 

负性生活事件(ASLEC2)× 
功能失调性态度(DAS 1) 

 0.31 0.48 2.67 p<0.05 

负性生活事件(ASLEC2) 抑郁(CES-D2－CES-D1) 0.21 0.24 1.06 p>0.05 

功能失调性态度(DAS 1)  0.09 0.13 1.23 p>0.05 

自动思维(ATQ2-ATQ1)  0.35 0.37 1.31 p>0.05 

 
功能失调性态度的交互作用对自动思维的预测的

路径系数上, 女生显著高于男生。 

4  讨论 

4.1  青少年抑郁发展的群体特征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开学初到临近期末

间隔四个月的时间里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水平升

高, 功能失调性态度、自动思维和抑郁症状水平显

著上升, 且各变量的性别和年级差异显著。这与以

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蔡琳等, 2010; 陈祉妍等, 
2009)。结合抑郁变化趋势图, 可以看出青少年抑郁

症状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 期间存在起伏变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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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见图 6。从应激源的角度讲, 使青少年抑郁症状

变化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 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 使他们面

临种种心理危机 , 并出现相应的心理及行为问题 , 
抑郁情绪也随之增多。初中阶段生理变化十分迅速, 
但其心理发展的速度则相对缓慢, 这一年龄阶段的

青少年的身心就处在一种非平衡状态, 由于他们的

心理水平有限, 有许多愿望不能实现, 从而导致产

生挫折感, 引发情绪问题。Harter (2006)的自我表征

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青少年容易表现出抑郁

的脆弱性。进入青春早期青少年的抽象思维能力迅

速发展, 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青少年

自我表征的分化, 到了青春中期这种分化更具挑战

性, 个体意识到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不完全相同, 
这使他们困惑和苦恼。除了现实的自我表征不断分

化 外 , 个 体 还 发 展 了 理 想 的 自 我 表 征 。 Higgins 
(1987)把自我分为现实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和应该

的自我 , 这些我之间的不平衡将会引发消极情绪 , 
矛盾越多消极情绪越强烈(Higgins, Loeb, & Moretti, 
1995)。Higgins 的自我差异理论(1987)假定不同类

型的自我差异与特定的情绪问题有关, 现实的自我

和理想自我的差异与抑郁情绪相联系, 现实的自我

与应该的自我的差异与焦虑情绪相联系。近期有关

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不管差异的方向如何, 理想的

我和现实的我之间的不平衡能有效预测青少年低

自尊和抑郁(Ferguson, Hafen, Laursen, 2010)。青少

年认知的发展促进了自我的分化, 也促进了他们对

于不一致或矛盾识别的能力(Moretti & Wiebe 1999), 
但是由于青少年缺乏自我整合的能力, 从早期到中

期较多的体验到矛盾和冲突, 因此青少年在这个时

期便会体会到较多的抑郁(Hankin et al., 2007)。到

了晚期自我形象的不一致造成的困扰就要轻一些, 
因为他们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其加以整合, 更容易

以连贯方式看待自己。Harter 和 Monsour (1992)认
为形式运算能力的发展促进了自我认知的改变, 因

为这种认知能力的发展使个体能区分诸如快乐和

烦躁等比较抽象的概念, 并最终将其整合到象喜怒

无常等更普遍的概念中。  
其次, 有研究指出, 导致我国青少年情绪障碍

的 另 外 一 个 压 力 源 是 来 自 激 烈 的 学 习 竞 争 (Liu, 
Kurita, & Uchiyama, 2000)。进入初二后, 不仅学习

的新课程越来越多, 比如物理, 化学等, 而且课程

(主要是理科课程)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而且每个学

期除期中和期末考试外, 还会有周测和月考, 考试

失利成为学生的主要负性事件之一; 加上父母的高

期望 , 学生们承担着必须考上一个好高中的压力 , 
学习负担日趋严重。 

本研究表明开学初到期末负性生活事件的评

估显著上升, 因此除身心不发展不平衡引发的成长

压力外 , 学习负担和考试成为青少年重要的压力

源。结合本研究施测的时间点考虑, 成长压力应该

是一个慢性累积的过程, 而每个学期临近期末的学

习压力和考试压力相对具有急性增长的特点, 因此

青少年抑郁症状表现出总体上升, 期间起伏变化的

趋势。 
4.2  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作用和自动思维的

中介作用 
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ICM-A)拟合度分析

表明修正后的 ICM-A 拟合度较好。与此对照, 抑郁

综合认知模型 (ICM)拟合度各项指标不如修正后

ICM-A, 症状模型(SM)拟合度各项指标偏差。修订

后 ICM-A 依然保留了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作用

和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 增加了负性生活事件和功

能失调性态度对抑郁的直接效应。该结果一方面支

持功能失调性态度在负性生活事件和青少年抑郁

症状间起调节作用, 而自动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

青少年抑郁症状间起认知中介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

说明其他路径在预测抑郁症状时可能是不稳定的, 
这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变化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有关。 

首先, 这个结果支持了在青少年抑郁发展阶段

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作用和自动思维的中介作

用, 为澄清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思维的不同作用

提供了实证支持。也就是说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性

生活事件交互作用影响了抑郁症状的发生, 而自动

思维是负性负性生活事件影响抑郁症状的内在转

换机制或中介变量。自动思维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我

们理解以往研究中为何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状

间是中等程度的相关, 而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效

应说明由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产生的影响会因为

个体功能失调性态度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同样水平

的负性生活事件, 高水平功能失调性态度的个体可

能会引发更多的负性自动思维 , 进而产生抑郁症

状。Abramson, Alloy 和 Metalsky (1988)根据 Beck
的认知理论曾指出：挫败图式、负性自动思维和抑

郁存在一种线性因果关系, 图式位于线性锁链的起

点, 是抑郁的远端诱发因素, 影响着线性因果关系

的发生和强弱; 而负性自动思维位于英国线性锁链

的末端, 是引发抑郁最直接的原因和内在机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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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与上述有关 Beck 理论的阐

释是一致的。目前为止该结果在成人群体中得到支

持(Oei & Kwon, 2007), 但是缺乏针对青少年的相

关研究 , 特别是缺乏纵向研究数据的支持。近期

Abela 等(2011)针对中国青少年的六个月的纵向研

究表明认为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负性生活事件交互

作用预测抑郁症状的发生, 也有研究表明自动思维

是负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中介变量(Kercher et al, 
2009)。功能失调性态度的调节效应和自动思维的

中介作用证实了认知易感性在青少年抑郁发展中

的作用, 这与青少年认知易损发展假说相吻合。青

少年认知易损发展假说认为由于抽象推理和形式

运算思维的发展, 由儿童向青少年转变的过程中容

易发展出认知易感性(Cole & Turner, 1993)。进入青

春期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 也带来了有效控制和应

用认知资源的困难, 不能很好地统整自我的方方面

面, 产生歪曲认知, 这些局限使得青少年陷入矛盾

和困惑中, 现实的我和理想的我强烈冲突, 引发抑

郁和低自尊(Harter, 2006) 。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

思维作用的区分从临床角度讲有助于青少年抑郁

认知行为治疗的案例概念化, 增进临床治疗效果。 
其次, 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拟合

度优于症状模型, 该纵向研究结果表明在青少年抑

郁发展中功能失调性态度和自动思维等认知因素

对抑郁的影响比抑郁对认知的影响更加显著。这点

已经得到许多来自成人的横向研究结果的支持(Oei 
et al., 1996; Tanaka et al., 2006), 也得到其他相关纵

向研究的支持(Abela et al., 2011; Hankin, Abramson, 
Miller, & Haeffel, 2004; Oei & Kwon, 2007)。近期

Pössel 和 Knopf (2008)设计实验区分了信念、想法

和情绪的不同作用, 结果表明信念在抑郁的发展和

维持中作用更加显著。尽管目前的研究结果支持由

认知引发抑郁,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支持认知和抑郁

的双向关系。例如：有关抑郁临床治疗研究证实了

抑 郁 的 治 疗 改 变 过 程 是 双 向 的 (Oei & Dingle, 
2008)。就本研究而言, 样本是正常的在校学生。也

许针对非临床样本抑郁的发展表现为从认知到抑

郁的单向过程, 针对临床样本则表现为双向的过程, 
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证实。 

第三, 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认知易感应激模型

与 Oei 的 ICM 的不同之处是保留了负性生活事件

对抑郁的直接效应。这与 Cole 和 Turner (1993)早先

的推论是一致的, 他们认为年龄越小外界负性事件

和环境刺激对抑郁的直接影响越大, 随着年龄的增

长, 认知的发展, 产生认知和应激的交互作用, 有

关儿童和青少年抑郁认知研究综述表明儿童认知

应激交互作用的效用要小于青少年(Lakdawalla et 
al., 2007 )。与成人相比, 青少年认知处于发展和未

成熟阶段, 因此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

保留了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这也说明

随着年龄的增长, 认知因素在抑郁发展中起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青少年阶段关注青少年的认

知发展, 增进他们思维灵活性和变通性, 引导他们

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和认识世界, 预防功能

失调性态度的形成, 消除负性自动思维的影响, 能

有效预防抑郁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提高他

们问题解决的能力, 以减少应激事件的发生。 
第四, 该结果为抑郁认知行为治疗(CBT)在中

国文化中应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有研究者指出

CBT 和中国文化价值有很强的相容性, 因此与其

发展新的理论不如调整认知行为理论使其适合与

中国患者(Hodges & Oei, 2007)。但是文化和心理问

题是相互影响密切联系的(Sam & Moreira, 2002)。
由于实证研究的缺乏, 我们还不能得出 CBT 是否

适合中国青少年的结论, 为此需要展开大量的实证

研究。 
4.3  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的性别差异 

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表明抑郁症状、功能失调

性态度和负性思维存在性别差异, 女生显著高于男

生, 且抑郁症状和负性思维存在性别是时间的交互

作用 , 前后两个时间点女生的增长幅度要大于男

生。进一步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性别差异研

究表明在青少年认知模型上存在性别的差异, 这种

差异表现为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

互作用对自动思维的影响上女生的路径系数显著

大于男生。首先, 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性生活事件

交互效应对自动思维的显著效应表明负性生活事

件对自动思维的影响, 受功能失调性态度水平的影

响, 同样的负性生活事件, 高功能失调性态度的群

体, 负性事件对自动思维的影响更大, 与此对照低

功能失调性态度的群体负性事件对自动思维的影

响小; 其次, 女生不良态度与负性生活事件的交互

作用对自动思维影响的路径系数显著高于男生, 这

表明高水平的功能失调性态度会使女孩在同样的

压力事件下发展抑郁的风险要高于男孩。日本有关

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功能失调性态度以自动思维为

中介对青少年抑郁产生影响, 在功能失调性态度上

存在性别差异(Tanaka et al., 2006)。青春期出现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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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进入青春期女孩更

容易发展出高水平的功能失调性态度, 而且会放大

压力对负性自动思维的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功

能失调性态度上女生显著高于男生(见表 1)。既有

研究也显示, 女青少年比男青少年具有更多的消极

归因风格, 而且消极归因风格与女青少年抑郁的联

系更为密切(Hyde, Mezulis, & Abramson, 2008)。之

所以如此, 古今中外外貌吸引力在个人价值体系中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有研究表明对这种价值观较高

的认同程度将导致在外貌上更多的负性评价和低

自尊 , 因而产生更多的心理问题(Kiang & Harter, 
2006)。进入青春期青少年逐渐认同了这种以貌取

人的价值倾向, 这种价值倾向对女青少年的影响更

大, 因为女孩子发育较早, 相对儿童时期身体开始

变胖, 在以瘦为美的社会, 女孩子会因此产生更多

的不自信(Harter, 2006); 再有进入初中二年级学业

压力增大, 特别是增加了物理、化学等女孩子不擅

长的学科 , 使女孩子学业上的表现与初一年级形

成强烈反差 , 学业的挫败加上外貌带来的低自尊 , 
易使女青少年发展出高水平的功能失调性态度 , 
放大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 , 进而产生较多的抑郁

症状。 
尽管我们的研究表明功能失调性态度作为负

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的调节变量存在性别的差异, 但

是相关研究较少且存在分歧。例如：非临床的大学

生研究表明男生功能失调性态度对负性事件和抑

郁的调节效应, 但是女生却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

(Barnett & Gotlib, 1988; Dykman & Johll, 1998)。近

期有研究表明功能失调性态度对终生抑郁状况调

节效应的性别差异是不确定的,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

是 由 于 先 前 抑 郁 效 应 的 性 别 差 异 带 来 的 (You, 
Merritt, & Conner, 2009)。这些研究说明功能失调性

态度和负性事件的交互作用有性别差异, 但是研究

的缺乏和结果的不一致表明该领域需要进一步的

实证研究。 
4.4  研究的局限和启发意义 

本研究的局限有以下几点：1)本研究的被试是

在校正常学生, 这影响将本研究结果推广到临床抑

郁症群体; 2)负性生活事件依据的是被试回忆性的

自我报告, 由于是自我报告, 这种回忆易受到负性

情绪的污染。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 但是本研究从

纵向发展的角度研究了青少年抑郁认知模型, 丰富

了发展心理病理学理论; 区分了功能失调性态度和

自动思维在抑郁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这为 CBT 在

中国青少年群体中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青少年阶

段是发展抑郁认知易感性的关键时期, 认知行为在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普及和推广将有效地预

防抑郁的发生和发展, 促进青少年终生健康发展。

另外本研究为功能失调性态度调节效应的性别差

异提供了初步的支持。今后在压力易感模型中需要

将认知易感性与情绪的和生物的等因素整合, 进行

更多更广的研究才能更好地解释抑郁的性别差异

(Hyde et al., 2008)。 

5  研究结论 

(1)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较好地

拟了数据, 这表明在青少年抑郁发展中认知因素起

着重要的作用, 功能失调性态度是负性生活事件和

抑郁间的调节变量, 而自动思维是中介变量;  
(2)修正后的青少年抑郁综合认知模型存在性

别差异, 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功能失调性态度与负

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对自动思维的影响上女生

的路径系数显著大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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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40 years Beck’s cognitive theory of depression has emerged as one of the major cognitive 
theories to explain depressive phenomena (Oei & Dingle, 2008). It has been proposed that two levels of 
cognitions, that i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utomatic thought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depression. However,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specify and examine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utomatic though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I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ei and Kwon (2007) creatively proposed the 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ICM) to test the differential roles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utomatic thoughts. Whereas ICM has been 
studied in western adult populations, the research examining this model in adolescents or non-western 
population lagged far behind. Longitudinal cross-cultural evidence are needed to evaluate the validity of the 
ICM in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the two-wave panel data we hypothesized tha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negative life 
events experienced between Time1 and Time2 (ASLEC2) and changes in the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CES-D2–CES-D1)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measured at Time1(DAS1) served as a cognitive moderator and the 
frequency of automatic thoughts between Time1 and Time2 (ATQ2–ATQ1) as a cognitive mediator. That wa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was a mediated moderator. Additionally the model did not exclude the possibility that 
either negative life events or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might have some direct influences on automatic though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was called 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of Depression for Adolescents (ICM-A). 
As a contrast we also tested the integrated cognitive model (ICM) and the symptom model (SM). Participants 
were 613 Chi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Adolescent Life Events 
Questionnaire (ASLEC),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Scale (DAS),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 and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twice -about 4 months apart.  

The results of the path analysis indicated : (1)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e measures were significant and 
repeated measures t-tests revealed that all the measur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Time1 to Time2; (2) The 
modified ICM-A best model fitted the Chinese adolescent data and there wa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path 
estimate fro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to automatic thoughts. 

We concluded that at the increasing phase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could be a common cognitive moderator of depression, whereas automatic thoughts could be specific cognitive 
mediators of depression and there wa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l. The findings suppor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automatic thought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t the increasing phase of adolesc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This 
indicates the main cognitive constructs of Chinese adolescents, such as the roles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automatic thoughts, may share similarities when compared to Western populations. This provides initial support 
that Western-based theories and treatments for depression may be suitable for use in some non-Western 
populations. Cognitive intervention will be effective in Chinese adolescents’ depression prevention. And the 
current investigation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of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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